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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是英国伦敦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和
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所创立的第一所教会学校，1818年 11月在马六甲奠基，1820建成招

生。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时任英华书院院长的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及其他伦敦传教会传教士认为香港作为向中国人传教的新基地，环境与条件均较马六甲

更佳。翌年，英华书院由马六甲前往香港。所以，英华书院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即马六甲

时期（1818-1843）和香港时期（1843-1873）。尽管马礼逊等创办英华书院的目标是“为了推广基督教

在中国的传播”[1]，但其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为世所公认。而英华书院的印刷出版活

动无疑是其推逐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1856年以后，英华书院不再授课，“主要

以一间出版社的功能存在于香港”[2]。本文掇拾相关史料，对英华书院的印刷出版活动进行探究，藉

以揭示其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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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英华书院所以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印刷出版在其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无论是马六甲还是香港时期，印刷出版均为学院主要工作。尤其是1856年以后

英华书院不再授课，更藉印刷出版得以延续。印刷出版之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体现在

三个方面：第一、宗教类书刊阐发了基督教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第

二、世俗类书刊促成中西方的互识，尤其是极大加深了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第三、中文铅

活字的研制及推广，促进了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印刷技术的提高和现代出版机构的建立。

关键词 英华书院 印刷出版 中西文化交流

谭树林，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210093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华书院研究（1818-1873）”（项目编号：13BZJ026）阶段性成果。

[1]To the British Public, Interested in the Promotion of Christianity, Morals, and Useful Knowledge among Heathen Na⁃
tions. This Accoun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is Respectfully Addressed, London: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25,
p.5.

[2]黄文江：《英华书院（1843-1873）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载氏著：《跨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基督教史论

文集》，〔台北〕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年版，第119-120页。

-- 241



英华书院之印刷出版与中西文化交流

一、英华书院从事印刷出版活动之缘起

印刷术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明发展和历史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印刷术

传入西方后，宗教界首先表示欢迎，认为其对善行之传布颇有裨益。的确，最早传入欧洲的是雕版木

刻术，即多被用于印刷木版宗教画，现存最早的有年代可考的欧洲木版宗教画是1420年刻印的圣克

里斯托夫像，还有1425年刻印的木刻宗教画《默示录》等一批宗教印刷品。但由于木版技术在刻版过

程中费时费力，不太适合欧洲的文字特点，而活字印刷技术则特别适合拉丁文种拼音字母系统，欧洲

人通用的拉丁文用26个字母就足以拼合成所有文句。1450年，德国人谷登堡在木刻活字基础上发明

较大金属活字，同年用以印刷《拉丁文文法》。1455年谷登堡又铸出小号金属活字，印出《四十Ѓ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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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优势。在汉语中，书籍作为一种提高改进自身的工具，也许比任何其他现有的传播工具都更为

重要。阅读汉语书籍的人数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多。”[1]然而，与晚明入华传教士所处环境不同，马礼

逊等新教传教士到达中国时，清政府正厉行闭关锁国和禁止基督教传播政策，不仅无法居留，印刷出

版宗教书刊及公开传教亦被严厉禁止，1812年嘉庆帝即颁谕：“自此以后，如有西洋人秘密印刷书籍

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西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

防范，为首者立斩，如有秘密向少数人宣传洋教而不改称名字者，斩监候；信从洋教而不愿反教者，充

军远方。”[2]

由于“中国的现状使得印刷出版和在华传教其他几项工作困难重重，甚至连传教士的居留都无

法确保。因此，我们渴望找到一个邻近中国并处于欧洲新教国家统治下的地点建立中华传道团的总

部，以期更为合理地长期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准备一旦上帝为我们打开一扇大门时，能够进入中

国发挥更大的作用”[3]。在综合考虑后，他们选中马六甲建立对华传教基地[4]。马礼逊和米怜同时决

定，传教基地的工作将以印刷出版和开办教育为主。1815年4月，在获知伦敦传教会批准马礼逊在马

六甲建立恒河外方传教站（The Ultra-Ganges Mission）的申请后，米怜带领梁发等印刷工人启程赴马

六甲。5月 21日，米怜一行抵达马六甲。8月 5日，米怜所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The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以下简称《察世俗》）创刊号正式刊行，标志英华书院出版印刷事业正式开始。1816
年，米怜几经交涉购得马六甲西城门靠海滨的一块土地，开工建设印刷所，1817年1月峻工。英华书

院建成后，印刷所遂成为书院附属机构。印刷所一度达到相当规模，据1818年8月米怜给伦敦传教

会的报告，此时该印刷所已有各国籍工匠16人、学徒2人，其中中国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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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德（Samuel Kidd,1799-1843）在 1828年创办并编辑 [1]。它的出版资金是由两名英国商人马治平

（Charles Marjoribanks, 1794-1833）和马地臣（James Matheson, 1796-1878）提供的，因而其性质也发生

了变化，它不再是一份完全宗教性的刊物了，所载内容有中外新闻、欧洲科学、历史、宗教与伦理等[2]。

该刊的式样也突破了过去的书本式而改为散张，并用活字印刷，实际上是最早采用中文铅活字排版、

机械化印刷的中文杂志。但该刊仅维持了一年，1829年底，由于吉德夫人身体欠佳，吉德偕夫人移居

新加坡，在那儿小住后返回英国，《天下新闻》亦因此遭遇停刊[3]。《天下新闻》共出版4期，4期的发行量

超过4250份，每期约有1000份上下[4]。

对于英华书院与中文报刊之间的关系，卓南生曾经指出：“如果我们查阅教会早期报刊创刊人的

履历，就可以知道他们几乎都出身英华书院或与该院有某种密切的关系。”[5]

《印中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6]是英华书院印刷所出版的一份英文季刊，它创刊于1817
年5月，由米怜编辑，他同时也是重要的撰稿人。《印中搜闻》是一份宗教性刊物，目的在于“促进印度

各传教会的合作，促进基督教互助、互爱美德的实施”[7]。《印中搜闻》出版到1822年6月停刊，持续近

六年时间。它所刊载的大量有关中国的报导，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白瑞华认为马礼逊

和米怜既把《印中搜闻》看成实现恒河外方传教计划的工具，也把它看成一个有关汉学的重要刊物[8]，

实非臆说。

2. 宗教类书籍。一是《圣经》中文直译本。马礼逊在翻译中文《圣经》的过程中，边翻译边出版，

但由于清政府严厉禁止出版宗教书刊，所以有些就被马礼逊送到英华书院印刷所出版。1817年，马

礼逊将译毕的《新约》在马六甲出版，题名为《我等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1823年，包括《旧约》和《新

约》的全套《圣经》中译本以木板雕刻方式在英华书院印刷所全部刊印完毕，题名为《神天圣书》，达21
卷[9]。二是劝教书，如马礼逊的《古时如氐亚国历代略传》、《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注耶稣

教法》、《年中每日早晚祈祷叙式》、《神天道碎集传》、《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米怜的《救世者言行

真史记》、《崇真实弃假谎略说》、《进小门走窄路解论》、《幼学浅解问答》、《祈祷真法注解》、《诸国异神

论》、《圣书节注十二训》、《圣书节解》等。三是圣史、传教史及传教士回忆录，像米怜的《古今圣史记

集》、《新教传教会在华第一个十年回顾》（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马礼逊的《米怜回忆录》（Memoirs of Rev. William Milne, 1824）、柯大卫（David Collie,？-1828）

[1]关于《天下新闻》的起迄时间，伟烈亚力、李志刚、卓南生等均作1828至1829年，分别见Alexander Wylie, Memo⁃
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p.48；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2页；〔新加坡〕卓南

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而方汉奇认为《天

下新闻》1827年创刊，1828年停刊，应误。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261-262年。

[2]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 John Snow, 1838, pp.48-49.
[3]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

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p.48.
[4]参阅Report of the Chinese Mission at Malacca, Malacca: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30, p.2.
[5]〔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第21页。

[6]该刊原无中文刊名，故中文译名有“中印拾遗季刊”、“印支搜闻”、“印度支那汇刊”、“印中拾遗”、“印中拾闻”、

“印华搜闻”等不同译法。

[7]Broomhall Mars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 London: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1927, p.85.
[8]Rose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Shanghai: Kelly＆Walsh, 1933, p.26.
[9]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

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p.5.
-- 244



历史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 2015年第 1 期

的《圣史简本》（An Abridgment of Sacred History）等。《新教传教会在华第一个十年回顾》是米怜根据马

礼逊的手稿写成，包括许多关于新教传教士在华最初活动的珍贵史料[1]。

3.世俗类书籍。涉及语言学、历史、地理、伦理等，内容极为丰富。语言学方面，法国汉学家马若

瑟（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的《汉语札记》（Notitia Lingae Sinicae, 1728）[2]1831年由英华书院印

刷所出版。马若瑟与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钱德明（Jean-Joseph Marie, 1718-1793）并称

法国早期汉学三大家。他1698年来华后，“即专心于两点，质言之，传布教务，精研汉文是也”[3]。经过

30年辛劳，著成《汉语札记》。这是一本研究汉语的专著，被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认为是“若瑟著述中之最重要而堪注意之著述，亦为欧洲人所据此类著述中之最

佳者”[4]。方豪认为：“其书于汉字之构造及性质，论列颇详，举例一万三千余则，为西人研究我国文字

之鼻祖”[5]。日本著名学者石田干之助称它“是一部最先将中国语言的性质与其构造，正确地传之于

欧洲人的专书”[6]。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该书长期没有出版，而是以手抄本在西欧学者中流传。直到

1831年才由英华书院印刷所公开出版。甫发行，即引起广泛注意。《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
ry）刊载的评论文章指出：“作为汉语的研究者，没有一个外国人可以超过马若瑟。他的著作不是一部

简单的语法书或修辞学著作。他摈弃了拉丁语法的模式，建构起一套全新的汉语分析框架。”[7]1847年，

裨詹姆（James Granger Bridgman, 1820-1850）又将其从拉丁文译成英文在广州出版，于是影响更大，

成为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必读书之一。此外，像马礼逊的《中文会话与凡例》（Dialogues and De⁃
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也是为了帮助外

国人学习中文而出版的。

米怜的《张远 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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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裨治文 1833年 10月统计，当时这本书的单行本发行数已达 5万册，遍及中国沿海、蒙古、琉

球[1]。直到1907年，这本书仍然被看作是用中文著述的最有价值的基督教书籍之一[2]。而据美国哈佛

大学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 1927-2014）最新统计，《张远两友相论》至少有 30个版本[3]。足见此书

影响之大。

历史方面，以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的《东西史记和合》（Comparative Chro⁃
nology）最为著名。其摘要最初刊载于《天下新闻》，1829年在巴达维亚出版单行本，1829和1833在马

六甲又两次重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从 1833年 8月 1日创刊起，分 11次转载了《东西史记和

合》。从麦都思自定的英文书名看，《东西史记和合》属于编年体史书，它也是一部东西历史共时性对

照的史书，将东西历史上同一时期不同地区历史过程中的一些稳定单位的时间，进行对比叙述。当

然，这里的“东史”并非今天意义上的东方史，而是特指中国史；“西史”主要是指古代西方历史和英国

王朝史。所以，该书“确可被认作中文著作中比较叙述中西历史的首次尝试”[4]。全书分上下两栏，列

出中西历史大事，东史为“汉土帝王历代”，起于盘古开天地
汉土帝王历代

汉土帝王历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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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汉语经典西译的出版。1828年，英华书院印刷所出版了柯大卫的一本名为《中国经典》

的书，一般被称之为《四书》的著作。这可能是《四书》最早的英译本。柯大卫为英国传教士，1822年
奉伦敦传教会之派到达马六甲布道站，随马礼逊学习中文。1824年开始担任英华书院校长直至去

世。1828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由他翻译的这本《四书》由英华书院印刷所出版。柯氏坦言其从

事翻译经典的目的是“获得一些关于中国语言的知识”，便于英华书院的中国学生掌握英语，藉此“引

导他们认真反思其至圣先师教诲中的致命错误”，进而皈依基督教[1]。由于此前英语世界儒家典籍翻

译极为匮乏[2]，因此该译本在英语世界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美国著名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97）在撰写《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时，所用的就是柯大卫译本[3]。

据学者统计，1842年以前，传教士出版中文书籍共 147种，英华书院印刷出版的即达47种[4]。

三、香港时期英华书院的印刷出版活动

1843年英华书院迁往香港，更名为英华神学院，随迁至港的印刷所设在英华神学院内，仍积极从

事出版工作。王韬初到香港，即观察到英华书院不仅“教以西国语言文字，造就人才，以供国家用”，

还“兼有机器活字版排印书籍”[5]，并注意到印刷所拥有印工七至八人[6]。尤其1856年英华书院停止教

学活动，专事出版。据统计，此时期其出版品超过70余种[7]。现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1. 中文期刊。香港时期英华书院出版的最重要的中文期刊是《遐迩贯珍》（The Chinese Serial），
创刊于1853年9月3日，为鸦片战争后香港出版的第一个中文期刊，它由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
ucation Society）出资。第一任主编是麦都思，次年就转交给香港殖民政府官员、也是麦都思的女婿奚

礼尔（Charles Batten Hiller, -1856）负责，1855年起由理雅各主持，翌年5月停刊。《遐迩贯珍》虽由传教

士主办，但实际上是新闻性刊物。《遐迩贯珍》以传播西方文明为重点，目的是在赢得中国人对外国人

及西方文明尤其是英国好感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进行宗教渗透。因此，《遐迩贯珍》在内容上以西方

近代文明及时政要闻为主，其次才是宗教。《遐迩贯珍》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宣传和介绍，涉猎极其广

泛，囊括政治学、历史学、文学、地质及地理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等领域，可谓19世
纪中叶介绍西学最集中、最有影响的中文刊物。反映时事政治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是《遐迩贯珍》的

另一重要内容。该刊设有新闻专栏“近日杂报”，并发表新闻评论。其刊载的新闻信息量大，内容丰

富，覆盖西方各国、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宗教、军事、教育文化等。该刊发表的

一些有关中国内政的报道，敢说敢言，保留了历史真相。如对太平天国、小刀会以及其他会党起义的

报道，公正客观，至今为史学界所重视。以研究中国新闻史而享誉海内外的新加坡著名学者卓南生

[1]David Collie 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Malacca: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28,“Preface”, i.

[2]据研究，英语世界最早翻译出版的儒家典籍是《孔子的道德哲学：一位中国哲人》（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该书是将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由比利时籍来华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1-1692）和
其他三位在华传教士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译成英文，1691年在伦敦出版。1818
年该书再版，题名为《孔子的生活与道德：一位中国哲学家》（The Life and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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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出：“《遐迩贯珍》所载内容，前半部分主要是介绍西洋文明的长篇文章，后半部分是新闻。所谓

西洋文明的介绍，从倾向看，最初是以政治、历史为中心，后来则把重点转为西洋医学、地理与化学等

知识性文章。”[1]

在新闻业务上，《遐迩贯珍》也做出不少开创性的贡献，它是我国近代第一个以时事政治为主的

刊物。在新闻编辑上，它以新闻标题简明扼要来反映新闻内容，是我国近代报刊在新闻编辑业务上

的一个飞跃。《遐迩贯珍》也是我国最早刊载新闻图片的中文报刊，有科普插图及为配合新闻报道而

绘制的插图[2]。总之，不管是在编辑内容、版式设计、商业经营，还是在新闻报道方面，《遐迩贯珍》对

后来的华文报刊均产生过重要影响。

2.宗教类书籍。香港时期的出版品中，宗教书刊仍占相当比重。《圣经》的第四个中译本，也就是

“委办本”（Delegates’Version）就是在英华神学院印制的。为适应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在华传教的新局

面，1843年 8月 22日至 9月 4日，英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 1839-1891）、施敦力（John Stronach, 1810-?）、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
son, 1819-1862）、理雅各、麦都思及米怜之子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 1815-1863）等十二人在香

港开会，组成“委办译本委员会”，决定翻译出版新的《圣经》中译本。但是在翻译过程中，发生了译名

争执：一是对宇宙主宰God究竟应该译为“神”或“上帝”，在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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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到该书院关闭为止主持该书院院政的同时，发奋研究的结果”[1]。

此外，英华神学院印刷所还曾出版教科书，像《智环启蒙塾课初步》（Graduated Reading）。该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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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印工汤姆司（Peter Perring Thoms,
1790-1855）来华，成立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in Macau）。
由于《华英字典》需采用中英文夹排，马礼逊提出印刷时中英文都采用金属活字，这样每面可以一次

印成，印好拆版后的活字亦可以重复使用，不但美观，而且也降低印刷成本。经汤姆司尝试后，发现

中英文都以金属活字印刷的效果的确比雕版和活字并用要好得多，遂由其负责制成铸模用以制造活

字柱体，柱体上面再以人工逐字雕刻成中文活字，汉字高度、大小以配合英文活字，从而铸成了中国

境内最早的一套中文铅活字[1]。但马礼逊对木刻板印的看法没有因此改变。1816年 2月，在一封信

中，他仍强调板刻印刷的优点[2]。1817年，马礼逊出版英文著作《中国大观》（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
logical Purposes），坚持认为活字绝对无法与中国人的木刻板印相提并论[3]。很可能基于马礼逊的这

种识见，马六甲传教基地初期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及其他中文出版品均采用木刻板印。

但是，马礼逊对木刻板印的欣赏并没有坚持到底，1820年代中期，他已改变了对木刻板印的态

度，转而认为铸造活字才是根本之道[4]。1824年，马礼逊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呼吁为增进欧洲对中

国的了解，必须改善中文印刷，英国应成为第一个铸造出中文活字的国家[5]。他的呼吁虽未使英国造

字工厂从事铸造中文活字，但却吸引一位英国青年毕生从事中文铅活字的研制，他就是戴尔（旧译

“台约尔”，Samuel Dyer, 1804-1843）。
戴尔出生在伦敦附近的格林威治，1820年全家迁往帕丁顿（Paddington）。1822年萌生成为律师

念头，进入内殿（the Inner Temple），接着又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Hall）学习法律、数学等课

程。1823年7月，他突然致信其父，表达了要成为海外传教士的强烈愿望。1824年6月23日，戴尔向

伦敦传教会提出请求，获得允准，同年夏进入高斯坡神学院（the Seminary at Gosport）学习神学和中文，

后又进入马礼逊创办于伦敦的语言传习所（Language Institute）研习中文。在此期间，受马礼逊呼吁之

影响，戴尔开始注意中文活字问题。通过仔细计算，他发现马礼逊中文《圣经》包含3600个不同的字，

其中《新约》大约2600个[6]。

1827年，戴尔被按立为牧师后东来，他到达的第一站是槟榔屿。在那里除继续学习中文、传教布

道外，从1828年初开始，致力于完善中文金属活字，“先由他的的中文教师在槟榔屿写好字样，再送到

马六甲由那里的刻工上版照刻，送回槟榔屿检查后，再运到伦敦铸版锯字，然后送回槟榔屿”。戴尔

的这次试验共刻了55块版片，一直到1831年3月这批铅活字才回到他的手中[7]。但具体多少字，现今

已无法得知。

戴尔认为，要铸造活字，首先要确定一副中文活字究竟要包括多少个字。这次他扩大了计算范

围，既包括《劝世文》、《灵魂篇》、《新增圣书节解》等宗教性书籍，也包括《三国》、《朱子》、《国语》、《西

游》等世俗类书籍，共计14种。通过两年多的逐日计算，戴尔得出这14种中文著作所使用的汉字为

3000个，其中的常用字约1200个，而一副完备的中文活字的数目是13000至14000个[8]。

同时，戴尔经过前揭铸版造字的试验，认为只有按照欧洲的传统方法，即“字范-字模-活字”，才

可视需要随时铸出活字，他说：“字范是永久性的基础，只要一副字范便可以供应马六甲、广州、英国

[1]关于这套中文铅活字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拙文：《“汤姆司中文铅活字”考论》，〔曲阜〕《齐鲁学刊》2011年第4期。

[2]The Evangelical Magazine and Missionary Chronicle, Vol.24(1816), pp.352-353.
[3]Robert Morrison, 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 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7, pp.6, 21.
[4][7]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16页，第194页。

[5]Robert Morrison, Chinese Miscellany, London: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25, p.52.
[6][8]Samuel Dyer, A Selection of Three Thousand Charters, Malacca: printed at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1834,“pref⁃

ace”, p.1,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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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任何地方的任何活字需要。”[1]1833年6、7月间，戴尔以1827年马六甲木刻印刷的中文圣经宋体大

字为蓝本，雇佣数名中国工匠开始打造字范。但最初进度很慢，导致成本很高，戴尔难以承担，他遂

发传单向南洋、印度和广州的外国人募捐到100镑，并致信伦敦传教会总部对其计划予以资助，保证

用400镑便能刻铸3000个钢模。伦敦传教会总部被其计划打动，不仅资助100镑，而且把戴尔的铸字

计划向英国民众公布，致使戴尔两年间收到英国各地寄来的捐款达200余镑[2]。在经费问题得以解决

后，戴尔便开始刻制钢模。1834年9月间，戴尔排印一部名为《耶稣登山宝训》的小册子，这是以戴尔

的中文活字印刷的第一部出版品。1835年初，戴尔报道说他正生产四副活字，除一副自用，其中两副

分别为伦敦传教会的巴达维亚布道站和美部会的新加坡布道站订购[3]。

1835年9月，戴尔根据伦敦传教会总部要求再度来到马六甲，负责英华书院印刷出版，继续进行

活字的研制。鉴于法国人勒格朗（Marcellin Legrand）打造中文字范的成就，为与其竞争，伦敦传教会

要求戴尔打造大小各一副活字。收到总部要求后，戴尔尝试性的打造出一些小的字范。1839年，戴

尔陪同生病的妻子回英国，顺道巴黎参观了勒格朗用钢模刻制的中文字范与字模。1841年，戴尔夫

妇再度离英东来，1842年3月被派往新加坡布道站，与施敦力兄弟（Alexander and John Stronach）等一

起从事铸字印刷，且以铸造小字模为主。1843年7月，戴尔与施敦力兄弟被派往香港。此时已完成大

字 1540个，小字却只有 300余字。戴尔于 1843年 10月 24日病逝后，施敦力兄弟决定继承戴尔的遗

志。1846年，施敦力兄弟离开香港前往厦门，当时完成的大小字范已累积到3891个[4]。1847年，香港

布道站雇用美国人柯理（Richard Cole）继续戴尔的工作，他是一位熟练的印工兼活字雕工，因而铸字

的速度加快，1850年时大小两副活字都已完成约4500字，1857年时达到5584字。这两副活字字体清

晰文雅，社会需求量很大，小字尤为报纸及出版家所欢迎。因其制售于香港，又称为“香港字”。

由戴尔等研制的中文铅活字，从1850年代初起成为中文印刷市场上最主要的活字。各传教会、

俄国、法国、新加坡政府、太平天国、两广总督、上海道台、清廷总理衙门等，都先后购买过英华书院铸

造的中文铅活字，或全套活字铜模，“他奋斗十余年的中文活字志业，确已深深影响此后一百五十年

间中文印刷出版传播的方式”[5]。华花圣经书房和墨海书馆的中文活字，有些就是从香港英华书院购

进的。1871年，王韬和黄胜在香港购进英华书院印字局全部排印设备和活字，筹建中华印务总局，并

在此基础上创办世界上第一家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至此，铅印技术在中国迅速发展。

〔责任编辑：肖 波〕

[1]Evan Davies, Memoir of the Rev. Samuel Dyer, Sixteen Years Missionary to the Chinese, London: John Snow, 1846,
p.89.

[2]The 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 November 1834, pp.469-472.
[3][5]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197页，第202页。

[4]Alexander Stronach to Tideman & Treeman,Hong Kong, June 22,1846.转引自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第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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